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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理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民心特点，并找到有效的合作交往模式，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实施的重大问

题。但是，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如原苏联影响、欧美国家殖民、宗教传统等）

异常复杂，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难以奏效。该研究结合文化心理学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利用社交媒体Twitter数据来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自我表征特点（独立性或个人主义），并建立自我表征与社会信任（普遍信任、特殊

信任）的预测模型，以探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合作交往的行为模式，即：自我表征是独立，还是互依；

人际关系偏好是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还是熟人间的特殊信任。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在自我独

立性这一个人主义文化指标上存在较大的变异，且主要受欧美国家殖民历史和当地宗教传统的影响；此外，针对陌生

人、外国人的普遍信任与针对家人、熟人的特殊信任，可以通过个人主义指标来预测。总之，“一带一路”沿线的文

化是多样的，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产生的海量语料库快速计算其个人主义指标，并以此来建立自我表征与社会信任的预

测模型。该研究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区域的“民心”特点、探索当地合作交往的行为模式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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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S&T Boost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1 背景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亚欧非大陆及附近

海洋的区域合作倡议，也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

重要举措。因此，理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

“民心”特点，并找到有效的合作交往模式，是关系到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实施的重大问题。本研究结合文

化心理学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利用社交媒体 Twitter 数据

“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与合作交往模式
探究：基于社交媒体大数据的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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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民众的自我表征特

点（独立性或个人主义），并建立自我表征与社会信任

（普遍信任、特殊信任）的预测模型，以探究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合作交往的行为模式，即：自我

表征是独立，还是互依；人际关系偏好是陌生人之间的

普遍信任，还是熟人间的特殊信任。

1.1 区域战略与地缘困境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施给国家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经济发展贡献

主要增量甚至贸易顺差[1]；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要与

相对陌生的伊斯兰文明密切交往，还要面临原苏联地区大

小国家以及欧美传统势力范围南亚、南海诸国的审视或挑

战[2]。“一带一路”沿线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地缘政

治、经济、文化因素（如原苏联影响、欧美国家殖民、伊

斯兰教等）异常复杂。具体而言，在纳入本研究中的“一

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或地区中（含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①，见电子版附表 1），曾经被欧美国家殖民过的有33

个，曾经在苏联阵营或势力范围的国家有31个，这两大集

团都曾经有过自己强有力的历史传统和游戏规则。即便是

这两大集团以外且相对独立的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28

个国家，也有17个曾被欧美国家殖民以及5个曾属苏联势

力范围。在后殖民国家或地区，如印度、菲律宾等部分南

亚或南海诸国，至今仍与原宗主国保持着微妙的联系，中

国主权范围内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因为英国、美国的殖

民、“保护”或干涉，而一直麻烦不断。

可以说，“一带一路”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大一统

式的对话，抑或“中央之国”与周边小国的附属关系，而

是地缘复杂、文化多样的众生起舞。在历史上，苏联曾遭

遇重大挫折，不过俄罗斯（苏联主要继承者）仍然对传统

势力范围耿耿于怀，在军事、政治上仍然有影响力；欧美

国家因为民族独立运动和西方经济衰落而不得不临时抽

身，尤其是美国保守主义抬头、海外能源依赖减少使得其

开始缓慢退出亚洲，但是欧美国家对亚洲已经造成了深

远影响，且日本、印度等大国也在谋求新的发展空间；苏

联、欧美之外，伊斯兰世界在崛起，在其与苏、美对抗背

景下产生的恐怖主义呈蔓延、扩散趋势，这些也势必会困

扰中国的内政和外交[3]。

在此背景下，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地域的“民

心”特点，探究当地合作交往的行为模式，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然而，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

的文化还相对比较陌生，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常常是“中

央之国”的心态，对周边国家不关心；鸦片战争之后，

才开始放眼看世界，但是对欧美国家过于关注甚至是依

赖，以致对欧美国家之外的国家不在乎、不了解[4]。在

现实的国际关系中，由于对周边国家的文化缺乏系统研

究，使得中国在周边关系中麻烦不断；在新的“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下，中国涉入原苏联和美国的传统势力范

围，但是对当地的文化没有全面认识，对如何与当地建

立有效合作关系准备还不充分。

1.2 区域文化与合作交往

文化是影响区域合作、经贸往来的重要因素，例如

个人主义者更愿意与他人建立经贸合作关系，而集体主

义者的经贸合作意愿相对较低，并且在交易对象的选择

上更偏好熟人或内群体成员[5]。因此，分析“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点，是了解当地“民心”、探

究交往合作模式的有效切入点。在此，文化心理学为我

们了解国家或地区文化差异的概念框架——这其中讨论

最多的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概念，前者强调自我与他人

之间的独立性（independence），后者强调自我与他人之

间的互依性及对群体的归属或依从性[6]。

经济生产、政治历史、宗教信仰等因素均会影响个

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形成。以往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研

究发现，强调世俗纲常的农耕文明（如中国儒家的礼制

传统）追求关系和谐，易强化集体主义；而强调理性精

① 截至本文投稿时，“中国一带一路网”显示的合作国家有 66个，加上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本研究纳入分析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或地区共 69 个，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名单详见：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cat_id=10037&cur_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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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海洋文明（如古希腊的逻辑传统）突出分析思维、

易强化个人主义[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即

便在同一文化（西方/东方）内部，也存在很大的文化差

异。例如，随着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

文化会越来越倾向于个人主义，中国或美国均如此[8,9]。

在美国，越晚加入联邦的州越具有独立开拓的精神，其

个人主义分数也越高[10]。在宗教信仰层面，继承性宗教

（如犹太教、伊斯兰教）更注重家庭关系和教区实践

（如子女继承其父母的宗教信仰、去寺庙礼拜等），信

众的集体主义较高；而皈依性宗教（如基督教新教）更

注重个人的信仰和选择，与家庭关系和教区实践没有必

然关系，信众的个人主义较高[11,1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涉及多种文化形态，

经济发展水平亦有分别，如东欧、西亚地区较为发达，

而南亚、中亚地区相对落后；有政治历史的差异，如曾

经依附苏联或欧美政治集团，以独立民族身份参与国际

事务的时间不尽相同；也有宗教信仰的差异，如东欧的

基督教，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教，南亚的印度教、佛

教，东亚、东南亚的儒教（或儒家）、佛教。考虑到上

述众多复杂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可能会

存在显著的文化心理变异；同时，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

是经济生产、政治历史、宗教传统等多个因素的复合

体，很难用某一个因素对一两个区域进行简单的横向比

较[12]。因此，本研究将对“一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

或地区（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文化变异性进

行多因素分析，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政治或宗教等单

一因素的效应。此外，在文化变量的选择上，本研究聚

焦于个人主义的核心要素（自我独立性）；由于集体主

义常常泛指个人主义之外的所有文化，价值目标含混不

清、难以准确测量，暂时不做考虑[13]。

采用文化视角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

民众进行心理分析，有利于我们对当地的“民心”特点

有相对科学的把握和判断，进而以有效的行为模式发展

经贸合作与政治互信。例如，在自我表征上越倾向于

个人主义的文化，则自我表达或个性解放价值观（self-

expression or emancipative values）越强，在合作交往中

就会越看重自治精神和权利平等[14]。在人际与群际关系

层面，与文化、合作交往密切相关的是社会信任，倾

向于信任对方，才有经贸合作的意愿，进而维系关系

的成本才会降低。大量证据表明，集体主义社会更强

调裙带关系，因此小范围的家人、熟人之间的特殊信

任（particularized trust）较高；而个人主义社会的裙带

关系较弱，更大范围的、陌生人之间的一般信任关系

（generalized trust）较高[15]。后者更常见于不同国家或地

区、宗教等异质文化群体之间的交往，对于现代社会区

域内的经贸合作与政治往来尤为重要[16]。

1.3 分析路径与大数据优势

区域文化的大尺度分析，以往多依赖于跨文化

的抽样统计调查，如联合国的国别统计年鉴、盖洛普

（Gallup）的民意测验。但是由于这些调查内容涉及经

济、政治、文化、卫生等众多因素，对心理变量，尤其是

每一个具体领域的测量相对粗糙，使用经过系统验证的测

量工具不多；心理学家也发起了一些全球性调查，这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英格哈特（Inglehart）的世界价值观

调查，但是由于其独立于官方和商业机构，工作量巨大

且资源有限，每次最多也只能调查 60 余个国家，每个国

家 1 000 余人，其样本量及样本的代表性值得商榷[17]。更

重要的是，有很多心理变量深深嵌套于文化结构当中，

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或者融于集体无意识中，很难通

过统计调查的形式让作答者准确地主观报告[18]。

随着信息科学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抽

样统计调查无法做到的全样本、快速运算、网络分析均

已成为可能。大数据不仅可以提供一个海量、及时的数

据集，而且通常是用户自主生成的数据，是用户行为痕

迹的精确记录。同时，还可以用图形对数据结果进行可

视化的呈现，采用数据挖掘和数据建模，对某个问题或

领域进行预测性分析。此外，对大数据的抓取和管理可

以通过计算机来自动完成，不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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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大节省了社会调查的成本[19]。

近年来，研究者针对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著名社

交媒体网站上海量用户数据的集中挖掘，已经形成了一

套对网络时代个体真实生活及相应认知、情感、行为的

有效测量和预测体系[20]。例如，利用 Twitter 平台开展的

政治意向、心理幸福感等的研究说明了网络数据对用户

心理特征进行计算的可行性。研究者通过 Twitter 用户

共 9 664 952 条内容的语义分析，提取了一个 6 维的公共情

绪剖面图。将公共情绪与美国股市震荡、国际原油价格、

美国总统选举以及感恩节这些重大媒体事件或流行文化事

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公共情绪的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系

统也能成为某些社会和经济指标的有效预测平台[21]。

2 研究问题与分析思路

文化作为人类行为的深层结构，已深深嵌套在语言

习惯与自我表达中。近年来，关于语料库的分析发现，

如果一个社会的语言习惯更多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如

“我”），则表明这个文化有更高水平的个人主义或独

立自我[22, 23]。

本研究通过对社交媒体 Twitter 内容的心理特征分

析，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个人主义指

标，自我独立性；通过与世界价值观（WVS）数据库②

中自我表达或个性解放价值观与社会信任指标的相关，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行为价值观进行预

测。WVS 是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价值观和信仰进行调查

研究的项目，研究范围覆盖 60 个国家或地区，数据收集

的时间跨度为 2010—2014 年，目前的样本量为 90 350。

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 34 个，男性 43 391 人

（48.1%），女性 46 868 人（51.9%），年龄跨度为 16—

99 岁，平均年龄（42.05±16.48）岁。

假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在个人主义指标

上有显著的区域内变异，同时，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

社会信任显著相关。在此相关模型基础上，对“一带一

路”沿线 69 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关系或合作交往模式进

行预测。处理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合作交往模式预测流程

3 方法

3.1 个人主义指标

本研究使用的 Twitter 数据产生于 2013 年 8月2日—

2013 年 10月15日。根据 Twitter 中的国别信息筛选出“一

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或地区的  2 137 002 个用户，

Twitter 量 10 763 183条。其中包含在 WVS 数据库的“一

带一路”国家或地区 32 个，且同时具有完整社会经济学

信息的国家或地区（如人均 GDP、基尼系数、城市人口

比例）有 28 个。

我们对 69 个国家或地区的 Twitter 分别统计单数第一

人称代词的频率与 Twitter 字数的比例作为个人主义的指

标。具体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Twitter 中单数第一人

称代词（I，me，my，mine，myself）使用比例越高，则

认为其个人主义（自我独立性）越高[23]。

3.2 个性解放与社会信任

个性解放指数包含以下 4 个变量：① 自治，包含 3 个

跟儿童教养目标有关的条目（“独立”“想象力”“不

② 详情请见：www.worldvaluessurvey.org。

社
会
媒
体
大
数
据

文化心理特征
训练模型

合作交往模式预测

模型

WVS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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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选中 1 项即得 1 分，总分为 3 项加权平均分；

② 平等，包含 3 个与男女平等有关的条目（“就业机会

平等”“男女收入平等”“女性经济独立），1—3 点

计分（“同意”=1，“不同意”=3），反向计分后，

得分越高越倾向于权利平等；③ 选择自由，包含 3 个跟

异常行为接受度有关的条目（“同性恋”“堕胎”“离

婚”），1—10 点计分（“完全不能接受”=1，“完全能

接受”=10），得分越高表示越倾向于自由选择；④ 言论

自由，包含 3 个跟话语权重要程度有关的条目（“社区

发言权”“政府决策发言权”“言论自由保障”），选

中 1 项即得 1 分，总分为 3 项加权平均分③。

社会信任分为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通过对不同交往

对象的信任度来评估。普遍信任的对象为“第一次见面的

人”“与自己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其他国籍的人”；特

殊信任的对象包括“家人”“邻居”“熟人”[24]。量表采

用1—4点记分（“非常信任”=1，“非常不信任”=4），

反向记分后，得分越高表明社会信任度越高。

3.3 分析思路

首先，以单数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比例（自我独立

性）作为指标，来计算“一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或地

区的个人主义分数，并进行归一化处理，获得“一带一

路”沿线个人主义的分布情况。然后，为了获得“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个性解放及社会信任情况，提

取 WVS 数据库中 28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

个人主义得分（自我独立性），并计算它们对个性解放

指数（自治、平等、选择、表达）、社会信任度（普遍

信任、特殊信任）的关系。

进而，以个人主义为自变量、社会经济学变量为控

制变量（如人均 GDP、基尼系数和城市人口比例），

对个性解放与社会信任指标创建线性回归预测模型。由

于模型样本量较小（n=28），此处采用留一法交叉验

证。假设有 n 个样本，将每一个样本作为测试样本，其

他 n−1 个样本作为训练样本。循环直到每个样本都被当

作一次验证数据为止[25]。

4 结果

4.1 个人主义的地区差异

如图 2 所示，“一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和地区

的个人主义存在显著的地区变异，其中，自我独立性最

强的 3 个国家分别是格鲁吉亚、新西兰、越南；自我独

立性最弱的 3 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科威特、沙特

阿拉伯。自我独立性最高的国家或地区（格鲁吉亚）的

分数，是自我独立性最低国家或地区（沙特阿拉伯）

的 16 倍。所有 69 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我独立性或个人主义

得分详见电子版附表 1。

为了进一步分析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及

宗教等因素对个人主义的影响，以个人主义（自我独立

性）作为因变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人均 GDP、基尼系数、城市人口比例）作

为控制变量，首先进入回归模型方程，然后以政治历史

（“加入联合国时间”“是否为原苏联阵营或势力范

围”“是否曾被欧美国家殖民”）、宗教信仰（“伊斯

③ 变量分数的计算方式详见：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Contents.jsp。

图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民众个人主义（自我独立性）分布
图中蓝点的面积表示个人主义原始分归一化处理后的分布指数大
小，面积越大则个人主义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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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是否为主要宗教”）等因素以及交互项为自变量，

建立分层回归模型。

结果如表 1 所示，上述 3 个经济因素对个人主义的预

测效应均不显著；在政治、宗教因素中，欧洲殖民历史以

及欧洲殖民与伊斯兰信仰的交互项对个人主义有显著的预

测效应，加入联合国的时间、原苏联影响、伊斯兰教信仰

的主效应以及原苏联影响与欧洲殖民、原苏联与伊斯兰的

交互效应不显著。即：曾经被欧美国家殖民的地区，其个

人主义得分高；曾被欧美国家殖民且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的

国家，其个人主义得分低。因此，根据三大政治集团的

影响范围，可将“一带一路”沿线分成 3 个区域：① 后

殖民国家或地区，如新西兰、新加坡，其文化以个人主义

文化为主；② 有被殖民历史的伊斯兰国家，如沙特阿拉

伯、印度尼西亚，其文化以集体主义文化为主；③ 原苏

联所属和未被欧美殖民过的国家，如乌克兰、哈萨克斯

坦，其文化介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

4.2 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社会信任的相关模型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个人主义指标作

为自变量，人均 GDP、基尼系数、城市人口百分比为

控制变量，个性解放指数（自治、平等、选择、表达）

和社会信任（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分数为因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和 3 所示，个人主义对普遍信

任、自治、平等有显著正向关联，而与特殊信任、选择

自由、言论自由的关系不显著，即：个人主义越强的国

家或地区，其普遍信任越强，越倾向于自治、平等价值

观。

4.3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个性解放、社会信
任的预测

以 Twitter 数据计算出的个人主义指标为自变量，以

GDP、基尼系数、城市人口百分比作为控制变量，通过

线性回归对 WVS 数据库中 28 个“一带一路”国家或地

区的6项行为指标创建预测模型。模型结果显示对普遍信

任和特殊信任的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显著相关，相

关系数分别为 0.52（p=0.01）和 -0.51（p=0.01）。结果

表明，以个人主义作为自变量，对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

进行预测的模型效果有一定的可信度。

我们将预测模型应用于不包含在 WVS 数据库中的

其余“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预测它们的普遍信任和

表 1    经济、政治、宗教因素对个人主义（自我独立性）的回归模型

模型
方程 1 方程 2

β t β t

（常量） 2.83** -0.12

人均GDP -0.15 -0.88 -0.04 -0.27

基尼系数 -0.02 -0.13 0.05 0.34

城市人口比例 -0.02 -0.09 -0.07 -0.43

加入联合国时间 0.03 0.22

欧美国家殖民历史a 0.79 2.71**

原苏联阵营或影响a 0.58 1.84

伊斯兰教信仰a 0.10 0.29

欧美国家殖民×原苏联b -0.15 -0.89

欧美国家殖民×伊斯兰b -0.70 -2.53*

原苏联×伊斯兰b -0.16 -0.60

a 计分方式为（“是”=1，“否”=0）
b乘积项表示2个变量的交互作用（二者同时符合=1，其中一项符合或两项都
不符合=0）。

* p < 0.05, ** p < 0.01

表 2   个人主义（自我独立性）与自治、平等、选择自由、言论自
由的回归模型

模型
自治 平等 选择自由 言论自由

β t β t β t β t

（常量） 1.74 2.57* 1.13 1.93

人均GDP -0.19 -0.81 -0.03 -0.14 0.10 0.40 0.07 0.26

基尼系数 0.26 1.38 -0.23 -1.29 -0.19 -0.90 -0.08 -0.37

城市人口比例 0.19 0.84 0.42 1.96 0.23 0.90 0.26 1.01

个人主义指标 0.39 2.22* 0.48 2.94** 0.31 1.60 0.13 0.66

 *p < 0.05，** p < 0.01

表 3   个人主义（自我独立性）与普遍信任及特殊信任的回归模型

模型
普遍信任 特殊信任

β t β t

（常量） 9.12*** 16.13***

人均GDP 0.52 2.51* 0.13 0.46

基尼系数 -0.15 -0.88 0.14 0.59

城市人口比例 0.21 1.01 -0.08 -0.31

个人主义指标 0.33 2.08* -0.12 -0.59

*p < 0.05，***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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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信任的分数。将 WVS 包含的“一带一路”国家或地

区数据与预测得到的结果进行整合，从而得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分数，其分

布情况如图 3 和 4，具体得分详见电子版附表 2。

图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普遍信任”分布情况
图中蓝点的面积表示普遍信任原始分归一化处理后的分布指数大
小，面积越大则普遍信任越高

图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特殊信任”分布情况
图中红点的面积表示特殊信任原始分归一化处理后的指数大小，面
积越大则特殊信任越高

5 讨论

5.1   “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差异与“民心”特点

本研究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或地区

的 Twitter 数据进行大样本取样，快速计算出了当地的个

人主义指标（自我独立性），并建立了自我表征与社会

信任的行为预测模型，说明利用社交媒体大数据进行区

域内的文化特点与合作交往模式进行探究是可行的。

具体而言，我们还通过综合考察经济水平、政治

历史与宗教信仰等因素，发现欧美国家殖民历史是个人

主义最大的影响因素；通过与 WVS 行为指标的回归分

析，还发现个人主义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更看重自治、平

等，对陌生人有更高的普遍信任。通过个人主义指标

与 WVS 数据库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行为指标

建立的预测模型，可以有效地预测其他“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或地区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分数，即个人主义

越高，其越依赖于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而较少依赖

熟人之间的特殊信任。

结合文化心理学与大数据技术，相对完整地理清

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民心”特点，这是

传统社会调查无法在短期内做到的。通过多因素分析，

在“一带一路”沿线盘根错节的经济、政治、宗教因素

中，发现欧美国家殖民对个人主义自我表征的影响最为

显著，这也是以西方学者主导的东西比较研究和全球研

究所忽视的[2,15]；此外，欧美国家殖民的伊斯兰教国家

个人主义最低，例如同样是后殖民国家或地区，信奉基

督教的新西兰和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自我独立性得分较

高，而信奉伊斯兰教的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自我独立性

得分较低。这提示我们应重视“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

特异性，尤其欧美国家殖民（实质是基督教的扩张）和

伊斯兰教信仰是影响文化差异的两个重要因素。

5.2   “一带一路”沿线的3种合作交往模式

分析“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心理特征，最终是

为了探索有效的合作交往模式。根据上述结果，可以

将 69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分成 3 类：① 欧美

模式。非伊斯兰的后殖民国家或地区，如新西兰、新加

坡，其行为更多具有个人主义特点，需要重视他们的自

我独立性和陌生人关系；② 伊斯兰模式。信仰伊斯兰教

的后殖民国家或地区，如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其

行为更多具有集体主义特点，需要重视他们的自我互依

性和熟人关系；③ 苏联模式。原苏联所属和未被欧美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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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过的国家，如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其行为特点介于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最新的国际经贸合作为例，印度、新加坡、新

西兰等后殖民国家或地区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最早和最积极的支持者——在“一带一路”

沿线的  38  个（总共  57  个）AIIB 创始成员国中，后

殖民特征与申请加入时间顺序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

达 −0.41（p <0.01），即后殖民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时

间更早。

文化特点之所以与合作行为模式有逻辑的关联，是

因为合作交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文化烙印的自我

表征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具体而言，个人主义与自治、平

等、普遍信任存在正向关联，这是因为个人主义强调自我

的自主权利和非依附性，要求公平竞争和对外开放[2,4]。

有效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亟须了解沿线国家或

地区的文化和行为价值特点，而本研究为中国了解不同

国家或地区民众的个性特点提供了心理依据。例如，尊

重自我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对自主权利的重视以及他们自

治、平等规则的诉求。同时，个人主义与社会信任的关

联，也为中国如何与当地人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了参考。

例如，中国在与个人主义较高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时应

重视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相反，与个人主义较低的

国家合作时应重视家人、熟人之间的特殊信任关系。

6 总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是多样的，

本研究通过社交媒体产生的海量语料库快速计算其个人

主义指标，并以此建立相应国家或地区自我表征与社会

信任关系的预测模型。本研究有效弥补了传统社会调查

统计的局限，并相对完整地刻画了“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或地区的“民心”特点与合作交往模式；同时也为文

化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并为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比如建立适合当地国情的交往模

式）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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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highly stressed that national character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across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r 

area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method is often unworkable, because of the vast territory, multiple nations, and the complexity of geo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long “Belt and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big data analytics, the present 

research was an attempt to explore cultural and cooperative patterns along “Belt and Road”, using the individualism index (independent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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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ependent self construal) based on the Twitter dataset and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social trust (generalized vs. particul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ism among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r areas, which are mainly explained by the variation of 

their colonial historie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Furthermore, generalized trust (related to strangers and foreigners) and particularized trust (related 

to family and acquaintances) a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by individualism on Twitter. In conclusion, the current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self construal and social trust across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r areas, suggesting that the new approach based on 

social media should be concerned in exploring national characters and behavioral patters in this 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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